



【摘 　要】自 2003 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巴黎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
来 ,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和保护工作就在我国如火如荼地展开 , 以此为契机 , 各种旅游文化节应运而
生。本文以“中国瑶族盘王节”这种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旅游开发相结合的模式为例 , 试图
阐明以政府主控的旅游文化节给本民族“精神家园”可能带来的危机 , 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的“迷
失”, 主体或“缺场”或“失语”, 这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了挑战 , 值得我们深刻地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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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flection on Practi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πs Safeguarding
———Chinaπs Yao Nationalityπs Pan wang Festival as a Case
Tan Hongchun
Abstract : Since UN ESCO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passed“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n the 32th general confer2
ence held in Paris on Oct1 17th , 2003 , the work of applying and safeguarding has been carried out with
enthusiasm in China , a lot of tour festivals were formed after that1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sis negative
effects to minoritiesπ“spiritual hometown”aroused by government - dominated tour festivals ,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πs main bodyπs“maze”, as well as main bodyπs“absence”or“aphasia”are challenges to
the work of safeguarding , worthy of our in - depth reflec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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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创新 , 使广大人民群众产生认同 , 并激发起他们对文化多样性及人类创造力的
尊重”; 同时 ,《公约》还表明“本公约所保护的不是无形文化遗产的全部 , 而是其中最优秀的部分
———包括符合现有国际公约的、有利于建立彼此尊重之和谐社会的、最能使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那部分无形文化遗产。”[1 ]可见 , 《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这样一些基本认识 : 1、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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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认同的依据 ; 2、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 ; 3、保护的目的在于实现不同文化群体
之间的相互尊重 , 建立和谐社会 , 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公约》的通过 , 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申请和保护工作也在我国迅速展开 , 大势之下 , 一呼百应 , “申遗”工作一时热闹非凡。然
而 , 成效如何 , 是否能达到《公约》所期望的保护目标 , 看来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思索。
一、遗产主体的“缺场”
在遗产学与遗产实践中 , 遗产 (heritage) 的主体性和整体性至高无上 , 任何遗产的概念、分
类和遗产的认知、分析都与遗产主体性、整体性的关系互为彼此、互相链接 , 它们构成一个原生性
的有机整体。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 遗产与人类的关系密切。就词义来说 , 遗产指一种继承关
系 , 是根据某一个特定的继承关系从祖先那里获得遗留下来的财产[2 ] 。换言之 , 构成遗产至少应
具备三个要件 , 即遗留物、继承原则、继承者的责任与义务 , 三者配合起来才构成遗产定义的框
架[3 ] 。就遗产的本意而言 , 遗产是个人的、家族的、宗族的、村落共同体的、族群的 , 遗产属于
继承者 ———“我”, 就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 , 显然应当属于它的创造和继承者 ———某一个人、家族、
宗族、村落共同体或族群。
在当下的“遗产运动”中 ,《公约》对遗产的界定具有立法的效应 , 它“不仅成为各缔约国在
制定基本条款、指导分类、操作规章的依据 ; 同时又赋予自身以政治性‘话语’特征”。[4 ]《公约》
规定民族国家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唯一合法主体 , 从法理和技术的层面来说 , 《公约》的这一规定是
勿庸置疑而且合理有据的。作为全球最大的政府间合作组织的下属机构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拥有
200 多个成员国 , 它们也是参与组织活动的合法行为主体 , 因此 , 将“民族国家”确定为遗产主体
是合法的 ; 此外 , 从技术层面来说 , 全球有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 有无数的族群 , 如果遗产的主体
仍确定为“个体”———某一个人、家族、宗族、村落共同体或族群的话 , 可想而知 , 遗产的申请和
保护工作将陷入操作上的困难 , 加之保护工作还需要国家资金的大力支持 , 因此 , 以国家作为遗产
主体更具合理性。由此我们看到 , 在《公约》确定民族国家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唯一合法主体之后 ,
遗产的主体由“我”转变为“我们”、“民族国家”, 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作为遗产主体的“我”真地
就被“国家”所取代了呢 ? 如果有人持这种看法 , 显然是对《公约》的误读。从《公约》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解释 , 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 : 《公约》倡导对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的尊重 , 如果因为
《公约》确定主权国家为遗产的主体就认为国家可取代真正的遗产主体 , 可以在遗产问题上越俎代
庖 , 实际上就是对这一基本原则的无视甚至破坏。然而 , 在现实中 , 尤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
国家中 , 类似的问题正在发生。某种程度有意的误读之下 , 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 ,
“理所当然”地成为遗产保护的主导者。在发展地方经济的现实目标的驱使下 , 政府“积极地”承
担了保护的工作 , 遗产保护和经济、旅游挂钩成为普遍的现象 , 结果造成和遗产主体分离 , 文化遗
产的主体架空了 , 遗产的保护脱离了遗产的“土壤”。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包含的内容来看 , 瑶族盘王节的主体是瑶族同胞 , 也包括国外的 ,
如越南、泰国、老挝、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地的瑶族同胞。我国有 260 多万瑶族人口 , 分布在广
西、湖南、广东、云南、贵州、江西等省区。瑶族的支系有 30 多种。瑶族盘王节源自农历十月十
六日的盘王节歌会 , 每逢这天 , 瑶民便汇聚一起 , 载歌载舞 , 纪念盘王 , 并逐渐发展为盘王节。
“盘王节”, 又称“还盘王愿”, 有单家独户举行的 , 也有全村人举行的。盘王节的限期包括三天三
夜和七天七夜两种 , 其仪式主要分两大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请圣、排位、上光、招禾、还愿、
谢圣”, 整个仪式中唢呐乐队全程伴奏 , 师公跳“盘王舞”, 包括“铜铃舞”、“出兵收兵舞”、“约标
舞”、“祭兵舞”、“捉龟舞”等 ; 第二部分是请瑶族的祖先神和全族人前来“流乐”,“流乐”的瑶语
意思是玩乐。这是盘王节的主要部分 , 恭请瑶族各路祖先神参加盘王节的各种文艺娱乐活动 , 吟唱
表现瑶族神话、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社会生活等内容的历史长诗《盘王大歌》。盘王节
仪式由 4 名正师公主持 , 各司其职 , 还愿师、祭兵师、赏兵师、五谷师 , 每人 1 名助手 , 共 8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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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 4 名歌娘歌师、6 名童男童女、1 名长鼓艺人和唢呐乐队参与盘王节。这是传统瑶族盘王
节所承载和构建的历史 , 是一种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的共享传统文化的身体实践 , 在仪式的过程
中 , 人们通过这种参与 , 强化了自己情感和认同 , 明确了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和责任 , 对他们
的家庭生活、村落生活和情感生活都是很有利的。
以我参加过的“中国连江第八届中国瑶族盘王节暨第二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为例 , 可以更好
地阐述这个问题。从节日的名称不难发现 , 这是一次捆绑式的展演 , 是一次地地道道的政府行为 ,
以保护文化遗产为名 , 以发展本地的经济、旅游为实的大型的文艺演出。从此 , 仪式或盘王节叙事
的主题从民间、底层向官方、上层转移 , 仪式不再仅仅是个人的、村落的、分散的、自由的 , 而上
升为民族的、政府的、集中的、组织的。这是一个重新认识、建构、重现 (展示) 的过程 , 政府、
学者、开发商、民间组织、媒体在共同建构一个新的神话 , 现代版的神话 ———中国瑶族盘王节 , 而
真正的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持有者 ———瑶族同胞 , 成为仪式表演的观摩者、局外人 , 政府和媒体掌
握了话语权和操控权 , 他们在对文化遗产重新进行梳理、包装、整合和推销。这就是今天瑶族同胞
所经历的盘王节 , 似乎已经悄悄变了味道 : 由亲近自然而变得遥远陌生。原来 , 节日就是自己生产
生活的一部分 , 那么亲近而自然 , 如今 , 生活变成了表演 , 成了远方城里众人观瞻的节目 , 虽然还
是熟悉的那套仪式和表演 , 然而 , 却显得那么陌生。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实 : 当遗产不可避免地涂上了现代社会中的商业色彩 , 当遗产进入到社
会再生产的操作程序 , 当遗产变成国际组织和政府立法、行政的一种商议和实践对象时 , 现代权力
便要“发言”, 遗产便很难真正成为“发声”的主体 , 而要通过政治权力和经济手段来实现对它的
认识和保护价值。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 毕竟商业化连接着一个巨大的文化再生产系统和消费观
念 , 其中有许多是中介性机构和组织在起作用 , 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职能、利益和目标 , 它们会将
遗产的价值引导到符合自己利益和目标的方向上去 , 比如将遗产引导到“消费方向”上去。[5 ]这样
就势必造成遗产主体性“在场”或“缺场”, 而这种在场或缺场 , 不在世俗传统意义上的在与不在 ,
它们可以发生在空间 (space) 和地点 (place) 相分离的“虚化空间”。在前现代社会 , 空间和地点
总是一致的 , 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支配
的 , 即地域性活动的支配的。[6 ]比如传统的瑶族盘王节 , 仪式空间和地点是一致的 , 在他们生活的
村落 , 参加的主体是村落的居民。而现在 , 却不一定是这样 , 通过对“缺场” (absence) 的各种其
他要素的孕育 , 空间日益从地点中分离出来 , 从位置上看 , 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 ,
场所完全被远离他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7 ] 。仪式的发生地已经转移 , 在远离他们
生活村落的城镇 , 仪式的内容和风格发生了变化 , 更多的是符合舞台和媒体转播的要求 , 戏剧化、
虚拟化、夸张化、舞台化。萨义德在《东方学》中阐释 : “东方学家之所以在场其原因恰恰是东方
的实际缺场”[8 ] , 这里套用到盘王节上 , 我们可以说 : “瑶族盘王节之所以在场其原因恰恰是瑶族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来看 ,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述 , 有三个必要条件 : 1、群体或个人 ;
2、文化空间和环境 ; 3、认同感和历史感。我们相信 , 每个遗产都属于某一个特定民族的集体表述
与记忆 , 即“过去”与“现在”到“将来”的联接纽带 , 没有这种表述与记忆便失去了“自我”,
消弭了“认同”[9 ] 。瑶族一直用自己民族构建的神话、用神话语言表述自己的存在和瑶族人的身
份 , 它隐藏起了自身的起源以及它所描述的那些东西的起源。按照福柯的解释 , 这是一种“历史
———政治话语”[10 ] , 通常 , 处在边缘化地位的群体为使自己的身份合法化 , 从而有利于理解自己的
传统 , 在社会底层寻求解释 , 往往采取这一策略性选择 , 尤其是在发达社会处置不那么发达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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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文化支配弱势文化的情境之下 , 造就了民族精神内在一致性 , 从而享有共同的历史、传统和话
语体系。我们倾向于把文化遗产视为“族群性表述”和“谱系性记忆”, 以强化某一族群的凝聚力。
当今的遗产保护 , 由于外部因素的介入尤其是现代旅游、休闲与公共关系导入 , “遗产”经常成为
一个“被劫持”的符号。有学者甚至认为 , 它已经成为“制造遗产”的一个舞台。[11 ]
于是 , 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 那些表面上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 其实起源的
时间往往是相当晚的 , 而且有的甚至是被发明出来的“被发明的传统”[12 ] 。“中国瑶族盘王节”正
是这样一个被发明、建构和确认的“传统”。盘王节是瑶族人民纪念其始祖盘王 (盘瓠) 的盛大节
日。瑶族是一个多族系的民族 , 本无全民族统一的节日。1984 年 8 月 , 各地瑶族代表汇集广西南
宁 , 共同商讨全民族统一的节日事宜 , 大家一致赞成以“勉”族系的祭祀节日跳盘王 (或称为盘
王) 为基础 , 加以发展成为盘王节 , 并确定每年农历十月十六 (盘王诞日) 举行。1985 年农历十
月十六 , 全国各地的瑶族代表和民间艺人云集广西南宁 , 以联欢会的方式 , 欢度了瑶族有史以来第
一次全民族的盛大节日 ———盘王节。1988 年 12 月 ,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考察南岭地区 , 提出
建立南岭地区经济开发区的构想 , 引起反响。1990 年由广西瑶学会发起 , 贺县 (现八步区) 举办
了南岭地区瑶族代表联席会议 , 会议提出由各县市轮流坐庄 , 每两年举办一次盘王节。1992 年 11
月 , 贺县 (现八步区) 举办了湘粤桂南岭地区三省区十县市首届瑶族盘王节。2004 年 7 月 , 在富
川召开了第七届南岭瑶族盘王节预备会 , 与会的三省区市县市的分管领导和民族局长形成共识 , 认
为南岭地区瑶族盘王节已成为南岭地区盛大的传统佳节和独具风采的文化活动 , 是南岭地区一道亮
丽的旅游风景线和卖点 , 对发展地方经济大有可为。经商议 , 决定将“第七届湘粤桂南岭地区三省
区十县市瑶族盘王节”更名为“中国第七届南岭瑶族盘王节”。2006 年 , “瑶族盘王节”被列入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 为了把盘王节做大做强 , 2006 年 7 月 , 在连州市第八届南岭瑶族盘
王节筹备工作会议上 , 与会代表一致同意 , 从第八届开始 , 把“中国南岭瑶族盘王节”更名为“中
国瑶族盘王节”。短短十多年 , 我们看到盘王节的名号花样翻新 , 头上的帽子越来越大 , 涉及地域
也越来越广 , 涉及人群也越来越多。而这十多年 , 也是“盘王节”被再度“创造”的历史 , 而这其
中 , 政府发挥了主要作用。
的确 ,“文化遗产”就像历史一样不能例外 , 它既是一种“传统的发明”, 也是一种“传统的制
造”[13 ] , 而在制造“传统”的过程中 , 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在《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 :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 ; 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一个文化体系的文化
话语和文化交流通常并不包含“真理”, 而只是对它的一种表述。表述 , 受制于表述者使用的语言 ,
其次表述者所属文化的、机构和政治氛围的制约 , 当政府以“理所当然”的主体介入保护工作时 ,
遗产便不可避免地受到这股强势力量的左右。我们从瑶族盘王节时间和名称“发明”来看 , 就不难
发现 , 当这种叙事的权力从民间向官方转移时 , 或者说被政府接纳和掌控时 , 传统的、自然的仪式







式本身进行 , 更多体现一种文化、仪式、节日、欢庆。从 2001 年起 , 仪式逐步“被绑架”, 更多地
是体现一种政府的招商引资、本地商品和文化推销 , 吸引旅游等方面 , 这和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相呼
应。瑶族盘王节在表述上从地方性的“湘粤桂”向国家层面的“中国瑶族盘王节”转化 , 我们不去
拷问这样表述的合法性 , 但是它隐含的意义值得深思。官方这边搞得轰轰烈烈、丰富多彩、卓有成
效 , 可民间那边怎样呢 ? 作为当事者的瑶族同胞对此有何反应呢 ? 我们参加了三天三晚的大型的活
动 , 其间去过连江两个瑶族的村落 , 市政府前广场热热闹闹 , 瑶族山村却冷冷清清 , 村里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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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群结队地去城里看热闹 , 其中有些人甚至对城里举办的“瑶族盘王节”一无所知。和一些老乡交
谈 , 他们觉得这个节日和他们关系不大 , 用他们的话来说“那是政府的事情”。
如盘王节一样 , 很多再造的文化商品实际上只是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 同时少数文化遗产的拥有
者或者传承者凭借着政府的支持、媒体的传播、消费者的观摩 , 使之进一步推向市场 , 并赢得经济
利益的回报。在这种情况下 , 这些被制造的传统和遗产能产生的效果也可想而知了。当地百姓所表
露出来的“不知道”、“与我无关”的态度值得我们深思 : 政府期望借鸡下蛋 , 投入那么多办了这场
热热闹闹的“盘王节”, 而盘王的子孙却毫不知晓、漠然视之或毫不领情 , 当事人尚且如此 , 外人
就更难以对此发生兴趣并投资开发了。如此说来 , 我们的策略已经背离了文化保护的初衷。而那些
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学者们的看法也很值得注意。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
心主任康保成教授对这种“文化商品”深有感触 : 在江西的流坑村 , 当地老百姓用来祈祷、祭祀的
傩戏被搬上了戏台。“当你看到那些祈愿仪式出现在戏台上 , 还有省里聘来的播音员报幕的时候 ,
那种感觉正是怪怪的”。康保成说 , “民间的演出形式一旦搬上大舞台 , 哪里还有原汁原味可言。”
“在一些地方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了一种资源 , 成了生财之道 , 同时也严重走形、变形。”辽宁
大学教授、国际民俗学家协会最高资格会员乌丙安说 , “当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没有做
到家的时候 , 就将其推向市场进行开发利用 , 实际上是把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撕成碎片 , 各取
所需”[14 ]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无形遗产部的主任爱川纪子女士曾说过 : “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两种主要方
法是 : 1、将它变为有形的形式 ; 2、在它产生的原始氛围中保持它的活力。”[15 ]反观我们的瑶族盘
王节 , 做到了第一点 , 却背离了第二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盘王节的文化细节被充分发掘并
上演了一幕热闹的大戏 , 但这热闹的场面之后 , 真正制造这一文化精神的土壤和人们却被遗忘和抛
弃了。我不敢想象 , 一旦一种文化遗产离开它的主体而被从固有的文化空间和环境中剥离出来 , 还
有多少生命力可言 ! 这也是被再造的盘王节不被认可的原因。每一个社会成员同时具备多重隶属边
界的、个人的、家庭的、族群的、地域的、国家的 , 等等 , 但最具有归属感的是自己的乡土家园 ,
所以 , 遗产的“家园生态”背景尤其重要 , 正因为如此 , 我们强调要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家园生态”建设 , 只有这块土壤肥沃 , 根基才会牢固 , 枝叶才会繁茂 , 传播才会深远。
三、“精神家园”的失落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家园 , 这是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 , 它是由民族语言、传统和历史
记忆等构成的 , 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或者被认同的重要依据 , 也是该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和联
系的纽带。犹太人的例子就非常典型 , 它表明了精神家园的力量对一个民族心理和认同具有何种意
义的影响。犹太人的民族记忆中存在着两个层次的家园 : 一个是物质的家园 , 比如领土、国家 ; 另
一个是精神的家园 , 比如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对应许之地的归属感、对圣地的神往。每一个流落异
乡的犹太人 , 都会携带《圣经》或者《塔木德》作为他们的精神力量和支柱 , 加之对犹太历史的记
忆以及特殊的饮食、服饰、习俗、宗教仪式等 , 构成他们重要的集体记忆 , 使这个一直漂泊、流
浪、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民族 , 既没消失也没有被同化 , 最根本的原因是来自于他们心灵深处的信任
和对精神家园的守护和与忠诚。哈布瓦斯指出 , “集体记忆是在一个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 ,
并且从其基础中吸取力量 , 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进行记忆”;“每一个集体记忆 , 都需要
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群体支持”[16 ] 。这种集体记忆 , 通过仪式性庆典的“欢腾时期”得到维持和强
化 , 也通过民谣、诗歌等形式使记忆在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的常规实践中保持鲜活。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 , 强势民族之外的民族要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和遗产 , 尤其需要建构和强
化自己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家园。族群的历史记忆和神话传说 , 是除了语言之外最为强大的认同力
量。对瑶族人来说 , 他们的精神家园是关于盘王的神话传说 , 这也是无论是分布在中国 , 还是 60
万散居在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瑶族同胞相互认同的重要依据。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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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家园需要特别强化和构建 , 商品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演会给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 如前文
所言 , 当遗产不可避免地涂上了现代社会中的商业色彩 , 当遗产进入到社会再生产的操作程序 , 当
遗产变成国际组织和政府立法、行政的一种商议和实践对象时 , 遗产便丧失了它“发声”的权力和
能力 , 最终会被引导到其他群体的利益和目标上去。不可否认 , 类似“盘王节”这种公开的展演对
文化传承有一定的好处 : 以统一的形式确定一个节日 , 然后利用政府的资源 , 通过大型的文艺表
演 , 配合新闻、电视媒体 , 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这一传统和文化 , 从这方面来说 , 是有一定的积
极意义。可是 , 深入考察这个问题 , 我们会发现对盘王信仰传承而言 , 此举可能弊大于利。因为 ,
在一个民族文化的内核中 , 往往有一些精神层面的内容 , 是神圣的、隐秘的、权威的 , 一旦被世俗
化、公开化、通俗化 , 将对这个民族的心理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冲击。
按荣格的理论 , 社会存在“集体无意识”和“集体意识”。集体意识也称之为群体意识 , 它被
假定独立存在于集团的任何个别成员之中 , 当一个凝聚的群体其大小达到临界规模和组织时 , 它就
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创造物而存在[17 ] 。以瑶族的盘瓠信仰为例 , 一旦瑶族共同体中的大部分人认定
盘瓠是他们共同的祖先时 , 它就成了民族象征。当它成为集体意识时 , 个人是不需要作理性思考和
真伪鉴别的 , 这时个人是盲从和缺乏理性的 , 用另一个心理学术语来说 , 这是“集体催眠”, 在这
种状况之下 , 人们失去自我的个体 , 湮没在集体的洪流之中。这样历史记忆就不仅仅是对史实面貌
的再现 , 而是一种埋藏在历史学家内心深处的想象性建构 , 而这种建构总是有意无意地遵循着一个
时代特有的深层结构。此时 , 人们并不愿意去关心它的真实性与否 , 而是它给人们心理带来的共同
的情感和支持 , 成了他们认同和情感支持的纽带。对于瑶族人来说 , 盘王就是当然的神祗 , 它的神
力勿庸置疑 , 然而 , 当盘王节大幕揭开 , 盘王成为一幕幕公开通俗的舞台剧的主角时 , 结果是 : 盘
王走下了神坛、盘王神秘不再。传统的结构会发生瓦解 , 人们赖以寄托和信赖的精神体系会崩裂 ,
不再信仰那些神圣的和传统的理念 , 人们可能在轰轰烈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运动中 , 迷失自
己的精神家园 , 正如文化部长孙家正所言 :“断层和失根的文化可能使我们游荡的灵魂难以找到精
神家园”[18 ] 。而这一切正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相背离的。
四、官方和地方的话语权和叙事策略
通常 , 叙事的主体呈现出一种层次构造 , 大致可分为三层 : 由掌握权力的政治主体主控叙事 ;
由掌握知识的精英主导叙事 ; 由来自草根社会地方的主体叙事。一般而言 , 国家性政权对于社会记
忆的建构态度最直接、目的性最强、效果也最显著 , 并具有明确的“话语”特征 , 表现为专制性的
“横暴权力”。[19 ]而文化精英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 他们可以“发明”或“发现”传统 , 以民族的语
言和文字加以表述 , 成为一种印刷语言 ; 而草根力量处在一种记忆的错位空间 , 当社会记忆、民族
记忆和个人记忆找到了共同的切合点时 , 它就变成了一股强大的“集体无意识”流 , 有一种认同的
归属感和安全感。在这里 , 个人不再是孤立的、被抛弃的、无所适从的 , 他们选择了一个共同的
“敌人”, 有了共同的目标。就像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 , 是那么忠诚、坚定、义无反顾、勇往直
前。
如何协调官方叙事 (精英叙事) 和民间叙事 (草根叙事) , 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非常重要 , 一旦处理不好 , 就可能造成一边倒的结果 : 只能听到官方的 (精英的) 声
音而听不到民间的 (草根的) 声音。
任何国家统治策略中最重要的心理 ———政治工程 , 都是通过重写国家的历史来重构国人的记
忆。从途径上来说 , 国家对整个社会历史记忆的掌控更多地是通过文字书写的合法化来实现。而每
一个具体的民族和族群又会根据不同的“位置” (“主位/ 客位”) 采取符合自己利益的叙事方式。诚
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阐述的那样 , 中国乡土社会的单位是村落 , 那是“面对面的社
群”, 是“生于斯死于斯”的地方 , 也是“地方知识体系”成就之所 , 它是民众的生存之本和“命
根”, 是“地方动力”和“草根力量”的基本表述。然而 , 由传统的农业伦理所衍生出“家国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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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帝国政治的影响 , 国家与地方的“二元关系”在权力格局中经常出现“失范”现象[20 ] 。以瑶族
的盘瓠传说为例 , 对同一人群的主位叙述和客位叙述往往存在差异 : 在瑶族的历史记忆当中盘瓠是
一位英雄祖先 , 他向汉族皇帝请命并且成功地诛杀了国家的敌人 , 遂得以迎娶公主 , 他们生下的孩
子就成为了瑶族的先民。通过这样一个族群起源的传说 , 瑶族把自己族群的祖先“崇高化”、“神圣
化”了 , 将其塑造为一位有功于汉族皇室的英雄形象 , 从而为本族群提供了合法性的生存依据。中
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贺学君研究员指出 ,“每一个民族事项背后都有一种核心价值 , 有自己产
生最早的原因 , 正是这些本质的东西塑造了我们看问题、看事物的方法”。[21 ]但是瑶族自己建构的
这种“主位”的正面的集体记忆并不被官方和国家所认可 , 从历史上来看 , 国家仍然把瑶族作为
“蛮夷人”看待 , 并进而不断地对其进行“污名化”的客位性历史记忆的建构。从这个例子中我们
能够清楚地看到社会记忆当中的主客位差异 , 有时候这种差异非常大 , 甚至可能产生认识上的误解
和冲突。由此可见 ,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 , 如何处理好官方和地方的叙事关系非常重要 , 当
官方和地方的叙事出现不一致的时候 , 我们要重视地方的、草根的叙述 , 如果一味强调官方的主导
地位 , 很可能陷入本末倒置的境地 , 毕竟民间和草根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主体。
今天 , 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 对遗产的保护能力和
效果成了我们评判和谐社会的重要尺度。地方政府怎么有效地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当地经
济发展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 , 任重而道远。虽然我国政府和民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有了
明显的提高 , 但是 , 我们更应该认识到 , 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本是一种继承关系 , 不能依靠突击式、
短时段的群众运动。领导也不能刻意为了“业绩工程”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沦为急功近利的符号、
工具或资源。我们希望看到遗产保护和利用上的“双赢”———在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精神家园和获
得良好经济效益方面同时获得理想的结果。但我们必须明白 , 要做到“双赢”很困难 , 要有坚定的
信念和人文精神 , 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对自己、对子孙后代、对全人类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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